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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
——以北京市为例

张  纯   宁延豪   梁  颖    ZHANG Chun, NING Yanhao, LIANG Ying

基于城市形态理论和职住空间关系理论，以问卷数据和质性访谈数据为依据，运用分层回归研究法和质性研究法考察

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辅以北京市大栅栏社区、草厂社区和天通苑小区3个分别位于北京市老城区胡同和中心城

区外围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访谈。研究发现：（1）北京市通勤碳排放呈现出中心低碳化、外围高碳化的空

间分布特征。（2）公交供给和轨道交通对降低通勤碳排放有显著作用。职住相对平衡的街道、轨道和公交网络密度较高

的街道，其通勤碳排放也相对较低。（3）不仅居住地建成环境特征会影响通勤碳排放，通勤过程中的附加活动需求与换

乘便利程度对通勤碳排放也有间接影响。因而，建成环境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除了直接的物质空间因素，还包括间接的

个体视角。以期为超大城市制定因地制宜的减碳策略提供借鉴。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form and the theory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 and residenc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stratified regression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behaviors. Three representative areas in Beijing, namely Dashilan 
Community, Caochang Community, and Tiantongyuan Community located on the outskirts of Hutong in the old urban area 
and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re conducted on-site research interview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Beijing's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exhibit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arbon in the center and high carbon in the periphery. (2) 
Public transportation supply and rail transi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Streets with 
relatively balanced work and housing, as well as streets with a high density of rail and bus networks, have relatively low 
carbon emissions from commuting. (3) Not only will the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idence affect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but the demand for additional activities during commuting and the ease of transfer also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includes 
not only direct material and spatial factors, but also indirect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in larg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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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会达到60%①。其中，通勤作为城市出

行活动中最刚性和高频次的行为，降低通勤

碳排放对于城市整体降碳具有关键影响。北

美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推行促使学者

关注到，塑造良好的城市形态有益于形成更

加低碳和健康的出行行为。建成环境（built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通勤

碳排放因其总体规模大而成为城市减碳的

重点环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交通运输

虽然目前只占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20%，但

预计随着人口、经济和交通需求的增长，到

① 世界银行2023年会报告：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ransport/overview?cid=eap_wc_worldbank_zh_ext。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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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作为城市形态中长期演变和

发展所形成的物质空间要素，通常指密度、

混合度、城市设计，与通勤行为存在密切关

系[1]1665。本文中建成环境是指包含城市职住

空间、公共交通以及服务于出行行为的城市

物质空间设施等。而通勤碳排放是指从居住

地到就业地的通勤行为中，由于通勤距离、

通勤方式和通勤频次差异产生的个体碳排放

在城市层面的汇总[2]1625。

长期以来，关于通勤碳排放的热点集中

于绿色交通方式方面的相关讨论，尤其是关注

部分城市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汽

油燃烧产生过多的通勤碳排放。此外，我国快

速城镇化引发职住空间的不断分离、通勤距离

的不断增加，也成为从城市形态角度解读通勤

碳排放的视角之一。因此，城市形态、居住与就

业的职住空间关系、通勤者所在的社区建成环

境特征等，都对通勤碳排放产生整体而系统的

影响。目前国际国内通勤碳排放相关的研究

在最近3年中数量急剧增长、研究视角不断交

叉，研究重点也从绿色交通方式转移到建成环

境对通勤碳排放的多尺度综合作用。近年来，

交通出行碳排放测度方法的进展和相关数据

库的更新，为个体化的通勤碳排放测算提供了

依据。

本文选取北京作为研究案例，考虑其作

为超大城市通勤规模大、距离远、职住分离日

益突出，研究通勤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于低碳

通勤政策的制定更具有代表性作用。选择北京

市分布于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15

个代表性社区，基于社区居民通勤的问卷数据

采取分层回归法和质性分析法，可识别建成环

境中影响通勤碳排放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

研究识别建成环境对于通勤碳排放的影响因

子的基础上，关注城市和社区两个尺度的差异

化影响，以期为制定城市综合降碳的规划政策

提供借鉴。

1  研究数据

建成环境在城市、社区两个尺度同时对

通勤碳排放产生影响，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区

位、职住空间关系、公共交通供给和物质空间

要素等方面。

1.1  城市尺度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国际研究关注到城市建成环境中的通勤

行为在城市尺度的影响，集中于城市空间结

构、功能区划、职住空间关系和城市公共交通

发展整体水平等[3]。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研

究发现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特定功能的分

布、居住与就业分布、可达性提高均会影响通

勤行为的距离和频次[4]。如Glaeser等[5]研究发

现，更加紧凑的城市往往伴随着职住功能和交

通服务设施的高空间匹配，会减少远距离通勤

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Kenworthy与Newman[6-8]

在国际上开启了城市建成环境与交通碳排放

的研究高潮，研究发现城市建成环境会影响

通勤行为、时间和距离，进而影响通勤碳排放。

Yasuyo Makido[9]等在日本进行的城市建成环

境和碳排放的研究发现，紧凑发展的城市产生

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城市尺度的公共交通

设施整体发展程度方面，结果显示，公共交通供

给较高、道路网密度高、土地混合利用程度高、职

住和公共服务空间匹配度较高的区域，居民选择

非机动车出行的比例较高[10]，[11]482，[12]154。其中，

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和土地混合利用等指数被

认为对通勤碳排放有更直接的影响。例如，在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通勤者采取小汽车出行

选择的意愿会降低[13-14]。又如，杨文越等[2]1633在

多个尺度探讨了城市建成环境对交通碳排放

的影响，认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可能有利于减

少通勤距离从而降低通勤碳排放。李熙敏[15]认

为，蔓延式的城市形态会降低城市效率，从而

产生过度交通拥堵和长距离通勤，因此也会带

来过度的通勤碳排放。既有文献显示，城市尺

度研究通常聚焦于通勤特征、路网密度、土地

混合等统计变量，对于城市建成环境影响通勤

碳排放的机制仍不明晰。

1.2  社区尺度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要素与居民出行环

境密切相关，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包括直接作

用和间接作用两个层面。例如，赵荣钦等[12]153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发现影响通勤碳排放的主

要因素是居民所在小区周边的土地利用混合

度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另外居民收入水平也对

通勤碳排放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也有学者发

现，在公共交通站点周边，提高就业密度有助

于激发居民绿色出行，在近距离通勤中步行、

骑行及公共交通使用率的提高会减少通勤碳

排放[16]92。

社区的区位和周边道路、公交覆盖率等

会间接影响通勤碳排放。例如，Li等[17]发现，

社区公共交通供给和居住地到城市中心的距

离会对通勤碳排放产生较大影响；社区周边的

公共交通供给水平高，有助于减少汽车通勤产

生的高碳排放。潘海啸等[11]485基于对上海的问

卷调查发现，出行距离和交通方式的排放因子

对城市通勤碳排放的影响较大，汽车通勤的碳

排放因子远高于公共交通和骑行。李治[18]60采

用Heckman两步估计模型测算了西安市轨道

交通站点可达性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认为轨

道交通站点可达性的提升有助于降低汽车通

勤从而降低通勤碳排放。Wang[19]对北京案例

的研究发现，居住社区周边的道路环境和公共

交通的覆盖率成为影响通勤碳排放的主要因

素，步行和公共交通可达性的提升为通勤者采

用绿色通勤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大部分研

究显示，社区内部公交设施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有助于降低出行碳排放[20]5，轨道交通可达性

和覆盖水平可以降低通勤碳排放[21]66，[22]。

现有研究显示，建成环境对通勤碳排放

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相对于城市尺度，社区

尺度的人口和经济属性、公交设施等建成环境

因素，以及居民个体属性和行为特征都会影响

通勤碳排放。因而将数据汇总性分析与深入质

性访谈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剖析社区尺度通勤

碳排放的机制特征。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北京市所属12个街道的15个

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案例社区考虑了区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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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设施供给的差异性、密度的差异性等

因素，涵盖了旧城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商品

房社区、混合社区等多样化的建成环境类型，

可以更加综合全面地研究对于通勤行为的影

响作用。研究数据来自社区居民通勤的问卷

调查，共发放417份调研问卷，考虑到不同社

区的建成环境具有同质性，剔除无效问卷和

具有高度同质性的56份，得到361份有效问

卷（见图1）。在城市尺度研究上，采用逐步多

层次回归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碳排放的

影响，分别在原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会

经济因素和公交设施因素。在社区尺度研究

上，采取滚雪球调查方式，在城市中心的大栅

栏社区、草场社区及近郊天通苑社区进行质

性访谈。在选取访谈者时，先与社区居委会沟

通，了解通勤者的个体属性及通勤情况，再对

其进行包括通勤距离、方式和频率，其他目的

出行特征，以及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等问题

的访谈。

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变量选取聚焦于建

成环境中的区位、职住空间关系、公共交通设

施和物质空间因素等要素（见表1-表2）。根据

问卷中通勤者每日首次出行作为碳排放测算

的标准，折算为CO2作为标准当量。通勤者个

体的通勤碳排放测算公式为：

式中：Yi是通勤者i产生的碳排放总量；Dij

是途中通勤方式j所进行的通勤距离；Eij是途

中通勤方式j对应的碳排放因子②。其中Di按照

不同的交通方式进行分段累计计算。

3  通勤碳排放的分布规律与影响因素

3.1  通勤碳排放空间分布和通勤方式分布

规律

数据显示，整体空间分布呈现出城市中

心区低、郊区高的分布规律（见图2）。测算表

明，通勤者单程碳排放平均值为1 401.7 g，

不同社区人均碳排放的差距明显（见表3）。

其中，人均通勤碳排放最高为房山区玉竹园，

达到4 771.7 g；最低为朝阳区朝内小区，仅为

331.2 g。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下的通勤距离可

能是造成碳排放总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此外，通勤者居住地的公共交通设施供给

水平不同，通过其对不同交通方式的选择进而

影响通勤碳排放。首先，在常规公交覆盖方面，

通勤者居住地1 km之内公交站点覆盖较好（高

于10个）的居住区，常规公交通勤的比重达到

41.9%，人均通勤碳排放为691 g。与此相对，公

交站点覆盖率较低（低于10个）的居住区，常

规公交通勤的比重仅为29.6%，人均通勤碳排

放也高达1 499 g。其次，在轨道交通方面，通勤

者居住地轨道交通覆盖较好（800 m之内有轨

表1 城市建成环境常用的测度指标

Tab.1  Common indicators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表2 通勤碳排放的变量陈述表

Tab.2  Research data and sources of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北京市居民通勤样本的居住地和工作地
Fig.1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places of Beijing residents commuting s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影响类别 测度指标 计算方式

城市
尺度

区位和职住空间
关系

居住地位置[2]1634 所在位置到城市中心的距离
居住密度[2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就业密度[24] 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年）数据计算

社区
尺度

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

公交可达性[16]93、轨道交通可达
性[18]58、轨道交通覆盖[12]153

根据ArcGIS空间距离测算得出、根据到达距离
判定得出

物质空间因素 路网密度[25]、静态交通设施[21]62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根据街景地图计算

变量类型 变量 数据来源

自变量

个体属性变量

个人收入/（元/月） 问卷调查
住房/（购房/租房） 问卷调查

性别/（男/女） 问卷调查
户籍/（京/非京） 问卷调查

建成环境变量

居住地周边公交站点数量/个 ArcGIS空间测量
轨道交通站点可达性/ km ArcGIS空间测量
街道路网密度/ （km/km²） 街道公报

停车场数量/个 根据街景地图计算
居住密度/（人/km）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街道就业密度/（个/km） 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年）数据计算
距离城市中心距离/ km ArcGIS空间测量

因变量 通勤碳排放/ g 根据问卷数据测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② 通勤方式对应的碳排放因子参考《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的推荐值。注释：

（1）

a  北京市居民通勤样本的居住地和就业地分布               b  北京市居民通勤样本的OD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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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心低碳化、外围高碳化
Fig.2  Low carbon in the center, high carbon in the periphe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就业地                                                                               b  居住地

道站点）的小区，轨道通勤比为48.5%，人均通

勤碳排放为977 g；而800 m范围无轨道站点的

小区，人均通勤碳排放为1 283 g（见图3）。

3.2   基于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的通勤碳排放

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突出城市和社区两个尺度的建成环

境影响的差异化作用，采取3个逐步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模型1仅考虑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变

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尺度

的公共交通供给相关变量，突出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

社区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变量，即距城市中心

的距离、居住密度、街道就业密度和停车场覆

盖水平。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回

归模型的DW值更加接近于2（DW1=1.010，

DW2=1.313，DW3=2.010），回归模型中的R2

（R2
1=0.307，R2

2=0.474，R2
3=0.531）也出现

升高趋势，同时增加变量没有产生额外的多重

共线性（见表4）。

在逐步回归模型中，模型1主要探讨个人

属性变量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公交和轨道供给变量，模型3

再加入城市建成环境相关变量。

在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方面，模型1结果

显示个人收入越高（β=0.821，Sig=0.000）

和性别为男性（β=0.009，Sig=0.032）对

通勤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作用。

在公交供给水平方面，模型2显示个人收

入（β=0.683，Sig=0.001）、性别（β=0.004，

Sig=0.041）的正向作用仍然显著。新加入的

公交可达性变量中，距最近轨道站点的距离越

长（β=0.217，Sig=0.043），通勤碳排放越

高；附近1 km公交站点数量越多（β=-0.041，

Sig=0.018），通勤碳排放越低。以上反映了较

高的轨道和常规公交可达性水平，更有助于形

成低水平的通勤碳排放。

在其他建成环境变量方面，模型3中

新加入变量后，模型1和模型2的变量影响

方向和显著性仍然不变。新加入的其他城

市建成环境相关变量中，距城市中心的距

离（β=0.053，Sig=0.011） 对 通 勤 碳 排

放表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这显示了北京

仍以向心通勤为主，就业地点仍主要集中

在城市中心区。社区尺度的职住密度显示

了相似的影响，具体体现为街道居住密度

（β=-0.001，Sig=0.034）和街道就业密度

（β=-1.94X10-5，Sig=0.047）越高，居民的

通勤碳排放越低。此外，街道停车场的数量

（β=0.004，Sig=0.072）和街道路网密度

（β=0.007，Sig=0.854）两个变量对于通勤

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

在3个模型中，个人属性的收入和性别

都对通勤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加入公交供

给和建成环境变量后，个人属性变量的作用

不变。逐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轨道交通可

达性和公交供给水平的提升十分有助于居

民选择更加低碳的通勤方式，从而降低通勤

碳排放。这与大部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论

一致[26-27]。区位因素的显著正向作用与前文

中的 “中心低碳化、外围高碳化”空间分布

相互呼应，也体现了与以往单中心城市案

例的相似性[28]。与既有研究不一致的地方在

于，街道路网密度和停车位数量都没有显示

出显著性；街道的居住和就业密度增加反而

有助于通勤碳排放的降低[1]1670，[29]。这可能

是由于以北京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人口和就

业密度均值较高，居民选择公交通勤比例更

高的原因。

表3 北京市所选研究区域的通勤情况

Tab.3  Commuting in selected research area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小区名称 所属街道 人均通勤
距离/km

人均通勤
排放/g

朝内小区 朝阳门街道 12.10 331.2
张家湾镇
太玉园 张家湾镇 19.60 644.3

梨园东里 梨园地区 13.68 654.8
万象新区 常营地区 15.74 685.3
鑫兆佳园 常营地区 17.21 687.8
天龙苑 回龙观街道 16.48 717.6
知春里社区 中关村街道 20.74 821.7
苹果派小区 常营地区 21.13 823.5
苹果园 苹果园街道 30.68 877.4
芳星园 方庄街道 13.30 979.9
胜利小区 胜利街道 26.57 1 737.2
运通花园 通运街道 16.84 2 142.8
保利芳园 沙河镇 28.60 2 555.5
玉泉北里 老山街道 16.82 2 595.2
玉竹园 拱辰街道 37.22 4 771.7

图3 公共交通设施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
Fig.3  The impac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on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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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区调查的深度访谈与质性研究

基于社区田野调查的深度访谈的质性研

究结论，进一步印证了回归分析中通勤碳排

放受到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双

重影响的结论。笔者所选取的3个代表性社区

中，大栅栏社区和草厂社区都属于位于中心城

区的胡同社区，具有居住密度较低、道路狭窄

的特征。天通苑小区则位于近郊，具有通勤规

模大、远距离通勤多的特点。以社区居民为访

谈对象展开半结构式的质性访谈，注重对理论

可选通勤路径与一周内实际通勤路径之间的

差异的比较。

在与被访者的互动中，详细记录通勤个

体一周内工作日的通勤距离、方式和过程的特

征，形成居民通勤日志。通过开放式提问，深入

了解可能与通勤碳排放相关的社会经济和建

成环境因素。

在内城区草厂社区，被访者1的就业地在

国贸CBD附近，通勤距离较远。社区静态停车

设施缺乏，公交站点服务便捷，城市绿道提供

了高品质的步行空间，都使被访者更加倾向

于以公交加步行作为主要的通勤方式。轨道

交通在早高峰时拥挤和换乘次数多，成为被

访者不倾向选择轨交出行的主要原因。然而，

由于上班要求准时打卡，被访者偶尔也会选

择自驾车或公交转轨交的方式作为其通勤方

式（见图4）。

在邻近的大栅栏社区，被访者2在丰台区

怡海花园附近就业。相对草场社区，大栅栏社

区的道路机动车、人行、非机动车混行，步行环

境不尽理想。同时，被访者2收入水平较低且

没有私家车，更倾向于选择“公交+骑行”或

“公交+轨交”作为主要的通勤方式（见图5）。

同样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两个社区，被访者1和

被访者2的通勤路径差异显示了较高品质的

社区滨水步行环境、较好的绿化情况和开敞空

间潜在影响了拥有私家车的通勤者作出转移

交通方式的选择。

远郊天通苑社区曾经是亚洲规模最大的

保障性住房社区之一，也是北京市轨道交通首

批连通的远郊大型居住社区。天通苑被访者3

的就业地同样在国贸CBD地区，通勤距离较

远。访谈显示，由于早高峰时期进城拥堵和居

住、就业两端停车困难，被访者3更倾向于选

择公交或轨交出行。由于路程长达90 min左

右，被访者更加注重是否是首发站（有座位）

和少换乘，因此实际出行中较多采取快速公交

系统（Bus Rapid Transit, BRT）加常规公交

的方式（见图6）。

变量 模型1 模型 2 模型 3
β Sig β Sig β Sig

R2 0.307 — 0.474 — 0.531 —
Durbin-Watson 1.010 — 1.313 — 2.010 —
解释变量 — — — — — —
X1 收入/万元 0.821 0.000** 0.683 0.001** 0.620 0.003**
X2 户籍/（是/否） 0.001 0.751 0.001 0.847 0.001 0.892
X3 住房 0.126 0.812 0.114 0.855 0.091 0.911
X4性别/（男/女） 0.009 0.032* 0.004 0.041* 0.003 0.049*
X5 轨道交通可达性/ km — — 0.217 0.043* 0.269 0.045*
X6 常规公交供给/站点个数 — — -0.041 0.018* -0.039 0.021*
X7 距城市中心距离/km — — — — 0.053 0.011*
X8 居住密度/（人/km） — — — — -0.001 0.034*
X9 街道就业密度/（人/km） — — — — -1.94X10-5 0.047*
X10停车场数量/（个/km） — — — — 0.004 0.072
X11街道路网密度/（km/km²） — — — — 0.007 0.854

图5 大栅栏社区被访者2的多重通勤路径碳排放与实际通勤路径
Fig.5  Possible and actual commuting paths of interviewee 2 in Dashilan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草厂社区被访者1的多重通勤路径碳排放与实际通勤路径
Fig.4  Possible and actual commuting paths of interviewee 1 in Caocha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4 北京市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Tab.4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carbon emissions in Beijing

注：*表示Sig<0.05；**表示Sig<0.01。

a  多重路径碳排放                                                       b  实际通勤路径

a  多重路径碳排放                                                       b  实际通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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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表性被访者的质性分析显示，公

交优先、步行友好的社区建成环境，会增加通

勤者选择低碳方式出行的几率。总体上来看，

被访者的实际通勤碳排放符合“中心低碳

化、外围高碳化”的特征。然而，通勤距离和

职住两端的建成环境特征，都会影响通勤碳

排放；具体来看，个体收入、是否拥有私家车

等个人属性及通勤距离所决定的对于舒适性

和换乘次数的偏好都使被访者在时间最短、

经济最优的约束下，做出更符合自身通勤偏

好的选择。这说明要降低通勤碳排放，除了持

续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提供绿色交通选择和

改善建成环境外，个体出行决策起着更加关

键的作用。

4 总结与思考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建成环境对

于通勤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城市规划者

和决策者的关注。1990年代开始，北美在新

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思潮的影响下，更

加关注密度、土地混合利用和道路网连通性

等对于居民出行的影响，旨在通过减少对小

汽车的依赖，最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进入

21世纪，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对城市规划

者和决策者提出新要求，如何通过良好的建

成环境来实现低碳城市目标的理论与实践不

断丰富。

目前在城市低碳研究中，将降碳目标分

解成为可操作的指标，在能源、建筑、交通等领

域分别展开实施的方法和技术已较为成熟。然

而，从系统和整体视角出发，展开多领域协同

降碳的研究仍不多见。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碳

排放的影响研究成为横跨多个领域、解锁城市

综合降碳路径的关键。

本文以超大城市北京为例，在职住空间

日益分离、通勤距离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揭

示城市建成环境影响通勤碳排放的因素。研

究视角从关注人们对绿色交通方式的选择转

移到包括通勤全过程的碳排放上。基于问卷

调研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论显示，通勤碳排

放总体上呈现出“城市中心低、边缘高”的

空间分布规律，体现了向心通勤引发的整体

职住空间关系在通勤碳排放中的关键影响作

用。逐步回归模型显示，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

供给水平高，有益于通勤降碳；距城市中心的

距离越近、居住和就业密度越高，通勤碳排放

也就越低。个人属性也对通勤碳排放产生影

响，高收入、有汽车的居民通勤碳排放通常更

高。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城市尺度上的职住空

间关系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常规公交和供

给水平等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社区尺度

上的居住、就业密度对于通勤碳排放的作用

更加突出。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通勤碳排放受到城

市建成环境因素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的综合

作用。建成环境中的区位、职住密度等在社区

尺度会影响通勤者的碳排放水平；公交和轨

交的供给，在城市和社区尺度都有助于形成

低碳通勤模式。城市制定综合降碳政策需要

多领域协同的碳排放测算，简单强调倡导绿

色出行方式，可能并不能解决通勤作为特殊

出行行为的刚性需求。未来城市综合降低碳

排放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1）通过TOD规

划，引导更加协同的土地与交通发展模式。在

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可以通过塑造更加

平衡的“职—住—学—医”关系，冷却交通

发生量，从而进一步降低出行相关碳排放。

（2）通过公众参与，提倡社区居民更低碳的

出行。在社区规划中，通过“生活圈”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降低社区通勤和其

他目的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

a  多重路径碳排放                                                        b  实际通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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